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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

徐以骅  邹  磊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的政治觉醒”日益成

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 而全球化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

响。[1] 宗教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还成为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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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06JZD000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

（05FCZD0015），以及复旦大学 985 工程三期“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家建设”研究项目的

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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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当代国际关系：挑战、影响路径与地缘宗教”，徐以骅、涂怡超、刘骞主编：《宗教与

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第七辑），时事出版社，2012 年，第 435-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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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要〕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盘根错节和高度互动，是 21

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

是地缘宗教的核心。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全

方位展开，宗教应在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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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1]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全方位展开，

构筑与自身实力和利益诉求相匹配的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已成为中国国际

关系学界的核心议题之一。[2]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的讨论均在不同程度

上忽略了宗教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而缺少道德高度以及宗教维度的对

外战略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试图接续“信仰中国”的思路，[3] 尝试性地提出“地

缘宗教”的概念，并在该视角下检视中国的对外战略，从而为较全面地构建“宗

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分析框架做出前期探索。

一、地缘宗教和地缘宗教学

正如人类社会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

民族、宗教的活动也必然是与地理要素紧密相连的。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

地缘经济学都旨在描述和分析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在 20 世纪的许多

时间里，地缘政治曾经是各国制订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间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区域合作日益加深，地缘经

济开始超越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学界有人甚至认为冷

战结束、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已将一度曾为“显学”的地缘政治扫进了“历

史的垃圾堆”。[4] 在地缘经济学的视角下，东亚、欧洲与北美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三大经济地域，即在地缘经济上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优越性。随

着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兴起，以东亚、欧洲和北美为核心的地缘

经济理论再次面临着补充和修正。

地缘经济学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宗教复兴、宗教性地区冲突和“认同战

[1]  徐以骅等著：《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2]　学界关于中国对外战略讨论的梳理，参阅赵可金：《中国崛起与对外战略调整》，《社

会科学》，2010年第 9期，第 3-11页；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全面讨论，参阅潘忠岐等人的系列研究，

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中国的国际取向与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　参阅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43-58 页。

[4]  参阅潘忠歧：“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种分析框架”，《国际政治

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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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频发的世界格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国务院所属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弗拉霍

斯（Michael Vlahos）的“文化区域论”实际上都指出，[1] 后冷战时期文明

或文化间的分歧已取代东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可被冠之以“地缘文化

学”。然而，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尽管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在很大程度

上与“宗教”重合，但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参与论战的各方，都竭力避免使用“宗

教”一词。[2] 由此部分导致了该争论最终陷入贫乏，更无法充分解释当今世

界各种宗教“大分散、小聚居”的现状。

因此，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基础上，描述目前已成为国家

安全和对外政策考量以及国际地缘战略博弈的跨国、跨地区宗教因素，就成

为“地缘宗教”概念及相应的“地缘宗教学”的主要任务。这主要基于以下

几点理由：

1．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制

度通过建立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准则，不承认挑战国家主权

的跨国意识形态。该制度通过把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国有化”（教随国定）

而把宗教逐出欧洲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此后，宗教在西方进一步退出公共

领域而被“私有化”。伴随全球宗教复兴而来的，是全球性宗教政治化或政

治宗教化的倾向。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有着种种不同的表现，如宗教极端

主义和基要主义的普世化，宗教团体的“政治觉醒”及其大规模介入各国政

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由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或宗教政党在各国选举中获

胜、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跨

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3] 拉美解放神学、政治伊斯兰、

美国宗教右翼以及伊朗革命、波兰和东欧剧变、“9·11”事件等宗教思潮和

与宗教密切相关或受宗教驱动的事件成为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宗教政治化、极

端化的显著标志。全球宗教复兴或者说“全球化的上帝”在某种程度上颠覆

了以“放逐宗教”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东西方各种宗教的

[1]  M. Vlahos,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82 (Spring 1991), pp.59-79.
[2]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15.
[3]　Jeffey Haynes and Anja Hennig,  eds., Religious Actors in the Public Sphere: Means,  Objectives,   

and Eff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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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政治化甚至极端化使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部分“回归”，[1] 并且

成为各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大关切。

2．宗教复兴与全球信仰版图的巨变。大规模的全球宗教复兴主要发生

于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 )、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而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宗教景观。[2] 全球宗教人口重心从北方向南

方的转移深刻改变了世界宗教的传统布局。[3] 1910 年，只有不到 18% 的基

督徒居住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而今天

这一比例则已高达 60%，并且呈现出上升趋势。[4] 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下半

叶开始的所谓“反向大转移”，即亚非拉国家向欧美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也改

变了全球宗教的流向，在使基督宗教具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形式和表述的同

时，上述地区的各种传统宗教也渐次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内罗毕、首尔、

里约热内卢等南部城市已崛起为新的全球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中心，取代了所

谓“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波士顿轴心”在传教史上一度曾拥有的“先

进”地位。[5] 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

（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

相交织，改写并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6] 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的形

成则把东方宗教与民族冲突嵌入西方世界的腹地，“恐伊（斯兰教）症”成

[1]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20.

[2]  美彼得·伯格等著，李骏康译：《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9-11 页。

[3]  Scott M. Thomas, “A Globalized God: Religion’s Growing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93.

[4]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Global Christianity, December 2011, 
p.14.

[5]  该“轴心”作为新教改革以来新教世界的中心，以开创基督教虔信主义、福音主义

和自愿主义传统而得名，并预示了全球基督教自愿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David Martin,  
“Evangelicalism and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a Peaceful Voluntary Christianity,”Relig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uly 7-12, 
2009,pp.25-29.

[6]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9 期，

第 9 页；“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 年第 1 期，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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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为“西方 vs. 他方”（The West vs. The Rest）

或“伊斯兰vs.西方”这种思维定式赋予了鲜明的国内政治意义。与此同时，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截止到 2010 年，作为传统伊斯兰世界“边缘”的

亚太地区，其穆斯林人数已达全球穆斯林人口的 62.1%（约 10 亿），而作为

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中东—北非地区则仅占 19.9%（约 3.2 亿）。[1] 这种

伊斯兰世界人口分布迅速“非中东化”的最新进展，无疑引起更多关注。发

达国家宗教的相对和绝对衰退与发展中国家宗教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

这不仅带来了全球地缘宗教重心从北到南的大挪移以及宗教格局的多极化，

使宗教因素溢出由西方界定的当代国际关系框架，也给全球宗教复兴抹上了

某种南北或贫富对立的色彩。

3．地缘宗教因素紧密嵌入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中。就当前的国际关

系而言，主要大国纵横捭阖的交汇点是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朗，而中东

的局势恰恰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的既有架构（具体而言是美国霸权）

紧密相连。事实上，美国霸权的根基即在于将美元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

进行捆绑的石油美元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在于：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权

力为美元提供信用，并通过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确立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安全

架构；另一方面，控制中东（或大中东）这一地缘政治地位异常重要、石油

资源极其丰富的枢纽地带，从而实现石油的美元结算机制，并使得沙特等产

油国将石油美元回流投资到美国。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将所有主

要大国都卷入其中，也正是由于其走向直接关乎中东乃至当前全球政治经济

权力结构的存废。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立（数次的

中东战争，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两伊战争、叙利

亚危机等），正是与关乎国际体系未来走向的政治、安全、经济架构紧密联

系的。这些对立的根源在于宗教：伊朗与美国的长期对峙，恰恰是源于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标志性事件；伊朗与海湾逊尼派

君主国的对立，也正是源于 1979 年后伊朗“输出革命”这一试图扩大其“信

[1]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2030, January 2011, p.14.

[2]  连信教人数众多且各种宗教指数向来居高不下的美国，近几十年来宗教亦呈现停滞

和缓慢下降趋势。Mark Chaves, American Relig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rinceton, J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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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版图”的努力。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中东地区宗教因素深深嵌入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 

国际社会已逐步从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世纪进入了当前地缘政治、地缘经

济和地缘宗教并存交织的世纪。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盘根错节、高

度互动，正是 21 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如果说追逐更大权力和战略优势是

地缘政治的要义，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资源和市场是地缘经济的主旨，那么

在21世纪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则是地缘宗教的核心。

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

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1] 宗教与人类生

存以及国家生存的地缘环境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宗教属性”和地缘宗教位

置又深刻作用于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因此，

把宗教研究局限在单一国家和社会或单一议题（如传教运动）的时代已成为

过去，通过地缘学的视角并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与国际政

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国对外战略的互动关系，应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长

远方向。

二、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五性”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路径，有关

学者的理解和分析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

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2]

归纳起来，当前宗教因素影响国际关系呈现出五个特点或“五性”，由

于地缘宗教直接与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相关，集中体现了宗教影响国际关系

的“五性”；此“五性”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因素中的

普遍性和局限性。

[1]   Scott 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

[2]  关于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路径，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国际问

题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46-47 页；《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挑战、影响路径与地缘宗教》，

第 435-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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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面性：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宗教在国际关系中亦具有互相抵触的正

反两面性或多面性。一方面，宗教可说是“动乱的根源”，与当前的地区和

种族冲突如影随形，与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相伴相生。另一方面，宗教又是“和

平的使者”，各种宗教和宗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折冲樽俎，在多轨外交中斡旋调停，在国际论坛上发出道德倡议，在不

同领域显示了宗教对国际和平事业的贡献。目前，宗教已被国际社会视为防

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即“用宗教

价值观来弥合敌对双方分歧的外交”，[1] 在世界局部地区已经发展到可进行

具体操作的程度。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

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2] 

2．扩张性：世界各种宗教均具有程度不等、形式不一的扩张性、流动性

和宣教诉求，而流动的宗教边界一直在冲击固定的政治边界。从早年的欧洲

人口对外大迁移到上世纪中期以来亚非拉国家向欧美国家的“反向大迁移”

的五百多年间，宗教随人口流动而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尤其是肩负“把福音

传遍地极”大使命的基督宗教，更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传教运动把宗教的扩张

性和流动性演绎到了极致，大大扩充了其宗教版图和世界性分布。由人口和

宗教迁移造成的各国信仰版图与政治版图的重叠，增加了周边、地区乃至国

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因为宗教的跨地区和国际性分布，基于宗教的“认

同政治”或“认同战争”往往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爆发力。

3．虚实性：宗教是国际行为体中少数“软硬兼施”的力量，即宗教既是“软

实力”又是“硬实力”。宗教和宗教信仰在政治中的运用与世俗政治意识形

态不同，来自宗教信仰、实践和机构的道德奉献和政策选择通常与宗教的“终

极性”和“绝对性”有关，这便意味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对人们具有更大的

控制力。[3]社团性和机构性也是宗教的基本属性。宗教社团和机构的规模大小、

[1]  Douglas M. Johnston, Jr., Religion, Terror and Error,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llenge 
of Spiritual Engagement,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1 Preface p.xiv.

[2]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 The Mighty &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7, p.66.

[3]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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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范围、组织严密性上有很大差异，一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跨国教会和宗

教团体如梵蒂冈、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天主教救济服务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等与那些地方性教会和宗教团体在“硬实力”上有天壤之别，

前者通常既有在所在国和国际组织中合法和受尊重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纵

横捭阖，又有遍布全球的机构网络，在基层动员上游刃有余，在环保、发展、

救援、安全等众多领域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这种虚实相间、软硬

兼施的特征，使得地缘宗教因素在影响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时并不完全受限

于地理环境，而同时具有基于信仰版图的跨国联系与全球动员的面向。与地

缘经济一样，地缘宗教的行为主体也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国家间和政府组织，

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传教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事实上由于许多国家

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一些跨国跨地区的宗教组织在涉及宗教问题的国际领域

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凸显。

4．依附性：宗教在国际舞台上兼具“配角”和“主角”的双重身份。“配

角”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无论其作用或功能是正还是负，

宗教在各种冲突中从来不是单独发挥作用，也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

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

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

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用”。[1] 宗教在国际冲突中更多发

挥着推波助澜的“放大器”或“助推器”作用。不过在某种条件下和某些时

间节点上，宗教团体和宗教议题也可能成为国际政治和冲突中名副其实的“主

角”，是“导火索”和“发动机”，宗教扮演主角的情形在 21 世纪的国际关

系中逐渐增多。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通常作为因变量的宗教越来越作为中

介变量和自变量来发挥其作用。

5．交互性：如前所言，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高度互动，是 21 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当前国际冲突的许多热点地区如大

[1]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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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南海周边地区、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1] 北非和东北非地区等，

都是地缘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地区。作为全球基督教传教重

心地区的北纬 10-40 度之窗以及作为全球伊斯兰核心区域的所谓伊斯兰弧形

地带或大中东地区（亦称“文化中东”），不仅在地理上与全球主要产油区

高度重合，而且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滋生和频发的地区，因此成为当前国际

战略博弈的重点地区之一。事实上，对这些地区的外部干预，也往往是上述

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东北非国家苏丹内战

的干预，主要受到反恐战略、石油利益和宗教因素三者的驱动。[2] 目前正在

改变世界油气地缘格局和能源版图的“页岩气革命”非常充分地体现地缘政治、

经济和宗教因素这种交互性。“页岩气革命”不仅将使包括美国在内的页岩

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可能实现能源自足和安全，减少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

降低该地区以及其他产油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并且对被认为有着

“石油美元”背景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就此而言，

地缘政治、经济与宗教因素不仅相互交织，而且相互对冲。

三、中国对外战略的地缘宗教分析

一国的“宗教属性”和地缘宗教位置深刻作用于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

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位置一样，一国的地缘

宗教位置也有优劣之分。

从地缘视角来审视，目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相当严峻。相比之下，我

国的地缘经济和宗教的地位则较为有利。在地缘经济上，中国不仅是大部分

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各种区域、次区域、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

参与者、促进者以及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1]  “什叶派新月带”Shiite Crescent 的提法来自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意指伊朗伊斯

兰革命以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地区以伊朗为核心，以伊朗—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黎巴嫩真主党为轴心的什叶派力量。Juan Cole, “A ‘Shiite Crescent’? 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Iraq War,”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6), pp.20-26; Kayhan Barzegar, “Iran and The Shitte 
Crescent: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15, isuue.1 (Fall/Winter 
2008),  pp.87-99.

[2]  徐以骅：“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99-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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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宗教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是：汉传佛教具有显著影

响的日韩、以南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东南亚、藏传佛教有所复兴的蒙古、以

印度教为主导信仰的印度、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南亚、中亚和西亚以及东

正教大规模复苏的俄罗斯和中东欧。相应的，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地缘宗教环

境则是：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西起北非、西亚一直向东延伸至马来西亚、印

尼，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伊斯兰走廊”；基督宗教除了继续在西方世界居

于主流地位外，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扩张，

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全球基督教发展态势。可以说，东西走向的“伊斯兰走廊”

以及南北走向的“全球基督教”，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全球地缘宗教环境。

目前，在地缘宗教上，中国远离地区性和国际性宗教冲突的热点地区，

并且与广大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我国既不是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主

要受害者和目标国，也从未在宗教上对任何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中国

目前在宗教安全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是以西方为主要活动基地或主要由西方

某些势力在幕后策动的、打着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旗号的非疆域性和非传统的

安全威胁。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尽管不时通过跨境渗透等方式在我国西北地

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但其活动中心并不在中国周边地区，或受各种限制

较难在与我国接壤的所在国家和地区发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大规模行动（如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集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已日益成为中国外交重

要战略依托的上海合作组织，正是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有效应对区域内各国

所共同面临的地缘宗教挑战的机制和范例。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中国与中

亚伊斯兰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宗教上都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与整合。

连接中国与中东地区和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新丝绸之路”，[1] 堪称

中国地缘经济实力与地缘宗教潜力的生动写照。到 2009 年，中国已超过美国

成为对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也超越美国成为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

中东国家每年到中国义乌的人员已逾 20 万，超过其到美国任何一地的人员数

[1] Stephen Glain, “The Modern Silk Road,” Newsweek, May 26/June 2,2008, pp.32-33;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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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每年 18 万人）。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在中东地区首次

大规模公开售股，使一些中东国家如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主权基金以及机构投

资者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为这些银行股的重要持有者。[1] 与此同时，中国作

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日益成为规模达数万亿之巨的全球伊斯兰金

融对外投资的优先目标。可以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金融业的双向对流

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通过人员交流、商品和资金的流通，中

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开始具有战略性意义。“新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用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石油管道和其他各种基础

设施（包括由中铁建承建的麦加朝觐铁路）铺成，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宗教产

品和来来往往的宗教信徒铸就。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疆

“向西开放”，还是近期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的设立，

都旨在强化与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纽带，重组和复兴陆上丝绸

之路。[2] 从义乌、广州、银川、喀什、麦加、迪拜、大马士革等地可以看到，

不仅是东亚与中东地缘经济的密切关联，[3] 而且是较为隐蔽的中国与伊斯兰

世界在地缘宗教上的良性互动。从新中国外交史上看，无论是在中国外交政

策的“万隆话语”还是“三个世界”构想中，[4] 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都是中

国构建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阿拉伯世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

通要冲，资源优势独特”，[5] 这是新时期中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1]   Alshin Molavi, “The New Silk Road, ‘Chindia,’ and the Geo-Economic Ties that Bind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Bryce Wakefield and Susan L. Levenstein, eds., China and the Persian Gulf: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1, pp.45-46.

[2]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已有学者（如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

振贵先生）提出将西北地区的开发与面向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开放相结合，乃至在新疆、宁夏

成立伊斯兰经济特区的思路，参阅余振贵、张永庆：《中国西北地区开发与向西北开放》，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3]    Geoffrey Kemp, The East Moves West: India, China, and Asia’s Growing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iution Press, 2010.

[4]    关于“万隆话语”，参阅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

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 年 1 期，

第 1-46 页。

[5]    李克强：“携手壮大新兴市场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在 2012 中国（宁夏）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三节中阿经贸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2 年 9 月 13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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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而上述对中东基于地缘宗教考量的认识，无疑将赋予不断深化的中（国）

-中（东）两个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新的意义并注入新的活力。

与“新丝绸之路”相对应，中国与韩日之间在地缘宗教的互动上，亦存

在着汉传佛教的“黄金纽带”。汉传佛教在公元 4 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

在 6 世纪中叶传到日本。日本东洋史家西嶋定生认为，佛教与中国的汉字、

儒教和律令共同构成了历史上“东亚世界”得以长期存在并有效运转的四项

共通性要素。[1]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最早是从佛教界开始的。

在东亚冷战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地缘宗教上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化

解地缘政治对抗的积极作用。1993 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

在总结中韩日三国佛教交流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

纽带”的构想。在他看来，“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

深厚的亲缘关系”，堪称将三国紧密相连的“黄金纽带”，而“佛教上的合

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2] 自此之后，

三国佛教界定期召开友好交流大会，发扬光大中韩日佛教的“黄金纽带”，

并直接促成了更具广泛性和更为制度化的“世界佛教论坛”。在东亚地缘政

治关系错综复杂的当下，基于汉传佛教“黄金纽带”的地缘宗教互动有可能

为促进中韩日三国民间的友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然而，中国的周边地缘宗教态势是极其不平衡的，大体呈现出“横强纵弱”

的格局。具体而言，在横向上，中国与日韩之间的佛教“黄金纽带”以及中

国与中亚和中东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新丝绸之路”，正出现着积极而良性的

互动局面。在纵向上，不仅藏传佛教难以有效促进中蒙关系，南传佛教以及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远未能转换成中国更为积

极有为的东南亚战略的资源。这种“横强纵弱”的周边地缘宗教状况，有着

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目前实施的“走出去”战略虽力求全方位，但在各方面的发展仍不

平衡。总体而言，中国在经济上无疑具有超强的国际影响力，但在政治、军事、

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对外投射力却相对不足，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由近及远的递

[1]  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二卷，中华书局，1972 年，第 88-103 页。

[2]　赵朴初：“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闭幕词（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音》，1995 年第 6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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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态势。在许多情况下，我国大量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益孤悬海外，因缺乏

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外交、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援而蒙受重大损失。在资源

储备丰富或战略地位关键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尤其明

显。无论是尚处于战后重建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还是族群宗教冲突

频仍的南北苏丹、尼日利亚，由族群、宗教（教派）冲突导致的国家建设的

举步维艰已使这些国家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灾区”。

从历史上看，资源储备丰富或战略地位关键的地区，自然成为各大国竞

逐的交汇点，而帝国政治版图的扩张，往往带动其民族版图和信仰版图的扩

张。与需要切割的国境线不同，民族、宗教的血脉和源流难解难分。政治版

图会随国势强弱而伸缩，而民族版图和信仰版图一旦扎根生成，反而缺乏弹

性而成为当地长期且极富生命力的存在。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经过层层积

累，这些地区的族群和宗教生态呈现出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局面。即便在

外部大国力量撤出尤其是非殖民化以后，根深蒂固的族群宗教矛盾依然是困

扰这些国家进行国族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弱国 - 强宗教往往是这些国家普遍

的政教景观。其丰富的资源储备或重要的战略地位非但未能成为现代化的推

力，反而成为各种族群和宗教势力进行权力斗争乃至流血冲突的导火索，内

部和外部力量的交互作用又使这些族群与宗教冲突更为持久和频发。由此导

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以及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人权”、“人

道主义”为名所进行的政治或军事干预，不仅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

和国家建设带来挑战，也日益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形成威胁，苏丹达

尔富尔问题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不仅南北苏丹如此，以撒哈拉沙

漠为大致分界线，非洲大陆北部的伊斯兰教和南部的基督教势力长期处于紧

张和对立的状态中。[1] 这一对立并未演变为不同宗教信仰国家间的冲突，而

是深深根植于并发生在前苏丹、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等撒哈拉沙漠沿线

国家的内部，成为困扰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宗教冲突具有难以妥协和弥合

的持久特性，这就使宗教因素成为中国外交和海外利益保护过程中更具长期

性和经常性的影响变量。全球地缘宗教与中国海外利益的这种关联性的内在

关系，若用简单的逻辑关系来表示，即：资源富集地 / 战略要地——> 历史

[1]  “Tolerance and Tensio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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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国力量交汇——> 族群宗教力量错综复杂——> 弱国 - 强宗教——> 地

区冲突频发、政治社会秩序动荡、国家建设能力匮乏、境外势力更易干预—

—>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弱国 - 强宗教的政教格局意味着，在非传统外

交和外交方式多元化的时代，不能单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国家的对外关系和

上层政治上，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国家内部的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宗教与宗教、

宗教与社会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对我国而言，海外利益的保护既要重视

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又要重视所在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族群与宗教状况，尤

其是重视当地部落长老与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

各种中外民间交流和互动的渠道，扩大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民众的接

触面，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获得他国地方精英和民众更多的认同和尊重，提

升我国国际形象的亲和力，增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完整性。短期内，在我国的

政治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有效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情况下，通过文化

和宗教信仰来编织一个更加广大且更为柔和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网络，这不

仅相当迫切，而且切实可行。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地缘宗教实力或者说我国的宗教软实力还处

于待开发阶段。中国既是传统宗教大国，也是新兴宗教大国；不仅有丰富的

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也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和集散地。遍布全球

的华人宗教信徒或“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和风

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实践，是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宗教和国家平等相处

和交流对话的巨大资源。充分发挥宗教资源，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推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应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

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

上更有感召力”的外交方针的重要途径。[1]

[1]  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 2009 年 7 月 20 日电。


